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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 
台灣民眾對禽流感的反應

吳宜蓁1,*　盧鴻毅2　侯心雅3

目標：本研究以2006年3月台灣地區面臨的禽流感威脅情境為例，檢視台灣民眾對此未知
風險是否存有樂觀偏誤的心理，並探討影響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的因素為何。方法：透過電話

系統隨機抽樣調查法，本研究於2006年3月下旬完成822份有效樣本，回應率為67.5%。結果：
本研究發現，面對禽流感爆發的威脅，受訪民眾存有樂觀偏誤心態；此外，憂慮顯著地預測樂

觀偏誤及預防行為，風險知識則顯著地預測預防行為，但其對樂觀偏誤則不具有顯著的預測能

力。結論：面對禽流感，樂觀偏誤心理依然存在，但偏誤程度不大。本研究建議，提高民眾的

風險危機意識有助減低樂觀偏誤並促使民眾採取預防行為。(台灣衛誌 2009；28(6)：50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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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樂觀偏誤」(optimistic bias)是指人們
傾向於相信別人比自己容易遭遇負面或是不

幸的事件，因此又稱「不切實際的樂觀」

(unrealistic optimism)[1-3]。樂觀偏誤心態是
風險溝通過程的一大阻礙[4,5]，因為個人會
因過度樂觀，在面對風險時疏於採行自我保

護行動[6]。
雖然風險種類[7-9]、心理情境[10]甚至

是文化差異[11,12]會影響樂觀偏誤的程度，
樂觀偏誤確實已成為一種普遍而共通的心

理現象[13,14]，但2003年亞洲地區爆發「急
性嚴重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
tory syndrome, SARS)時，學界、醫界或公

衛界的研究焦點似乎偏重在探索SARS病因
[15]、媒體如何報導SARS[16]、社會大眾
對SARS的心理反應與社會支持[17,18]，以
及民眾對媒體報導SARS的可信度評價[19]
等，學者並沒有投入太多心力關注民眾對感

染SARS一事是否存有樂觀偏誤。近來禽流
感疫情頻傳，各界依舊將焦點放在疫情發展

及感染原因等面向[20]，但本研究認為從社
會科學面向切入，討論樂觀偏誤對一個人檢

視健康風險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以「風險檢驗對象」為例，過去的風險

溝通研究討論樂觀偏誤時，大多鎖定民眾生

活中習以為常的健康風險(例如吸菸、酗酒
或食品安全問題等)[21,22]，缺乏針對「之
前未曾發生」或「超出想像之外」的健康風

險進行樂觀偏誤研究。禽流感對台灣地區民

眾而言，正是一種陌生且距離遙遠的健康威

脅，可提供學者進行樂觀偏誤研究的機會。

再就「風險時間點」來看，不同時間點會產

生不同程度的樂觀偏誤[23]，然而過去的樂
觀偏誤研究卻很少將健康風險發生的時間點

列入考慮。歷經2003年SARS疫情之苦、在
2006年又籠罩在禽流感爆發陰影下的台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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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感染禽流感一事是否存有樂觀偏誤心

態？導致「樂觀偏誤」的因素有那些？又有

那些因素會影響其預防行為的表現？值得深

入探討。

健康促進學者曾運用健康信念模式

(Health Belief Model)或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作為探討影響行為因素
的理論架構，也提出不少實證結果說明「健

康信念」(health belief)、「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行動線索」(cues to action)、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s)、「態度」
(attitude)等變項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表現(例
如Goldin等人[24]; Notami[25])，但本研究認
為在風險溝通研究中，有必要再另闢新切

點。俗話說：「知識就是力量」、「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但當一個人面對新流病的

風險時，這些論述是否依然可信？所以，本

研究試圖探討「知識」與「憂慮」兩個變項

對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的影響，可為風險傳

播開啟新蹊徑；至於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

則跳脫過去樂觀偏誤研究多以「大學生」作

為研究對象的限制，轉向研究全台灣地區民

眾的樂觀偏誤，以涵蓋各種不同族群，避

免因過度集中某一族群而產生的調查誤差

[26,27]。

一、 樂觀偏誤

社會心理學家相信，樂觀偏誤暴露出人

們內心普遍存在的特性，就是不願相信或承

認自己的脆弱(personal vulnerability)[28]，或
是對自己的風險承受力特別有自信，也就是

過於自我中心(egocentrism)[29]。樂觀偏誤
可以解釋為何抽菸者相信其他人抽菸容易得

肺癌而自己卻不會[30-32]；同性戀者認為自
己得AIDS的機率比其他人小[33,34]；青少
年自認不會意外懷孕或成為校園暴力的受害

者[26,27,35,36]。
過去學者研究樂觀偏誤所選擇的風險

種類，有些是選擇單一議題 (如：愛滋病
[33,34]、癌症[37-39]、食品安全[40]、道路
安全[40,41]、SARS[42]等)，有些是同時檢
視多種風險 [29,43-45]；但不管風險議題為

何，大體上都驗證出明顯的樂觀偏誤現象。

近來全球性傳染病的知覺風險也受到重視，

台灣學者針對台北地區的大學生所進行的調

查，試圖瞭解面對全球性傳染病，樂觀偏誤

是否存在，結果發現受訪的台灣大學生傾向

認為一旦禽流感在台灣爆發，身邊其他人將

比自己更容易感染禽流感[46]。

二、 影響樂觀偏誤心態及預防行為的因素

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s)是指「人們
對於足以威脅其價值的情境或事件所具備的

認知與情感反應」[47]；其中，認知反應是
指個人對於風險所具備的知識；情感反應則

是指焦慮、擔憂等情緒上的波動。因此可以

說，風險認知涵蓋了「風險知識」和「對風

險的憂慮」兩個概念。研究指出，風險知識

及憂慮是樂觀偏誤及風險防範行為的重要影

響因素[2,13,48,49]，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 風險知識
風險知識可以有效減低人們的樂觀偏誤

心理，原因在於：當人們與他人的比較資訊

不足時，就會以刻板印象及自我中心主義

(egocentrism)去作判斷，以致產生過度樂觀
的臆測[50]；然而當風險知識增加時，原有
的優越幻覺降低，樂觀偏誤也跟著大幅降低

[51,13]。美國的調查發現，教導校園暴力的
相關知識，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對於「暴力

事件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樂觀偏誤心態 
[52]；瑞典的調查也發現，對「日光浴引發
皮膚癌」的相關知識瞭解愈多，有助於降低

罹患皮膚癌的樂觀偏誤心態[38]。
研究也發現，面臨健康風險或威脅情況

下，知識與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值得注意。

Schueler等人[53]整理從1988年至2007年來
以英文發表有關婦女乳癌檢查的221篇相關
研究，他們發現受訪者對乳癌所具備的知識

愈多，愈願意接受乳癌檢查；Pawlowski等
人[54]則以弓形蟲感染症(Toxoplasma gondii)
為例，針對2,710位波蘭地區的懷孕婦女進
行調查，發現受訪者所具備與疾病有關的知

識，會影響受訪者是否採取疾病預防行為，

他們並發現，受訪者對「疾病感染方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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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的知識對行為的預測能力大於「疾病感

染因子」對行為的預測力。

從近幾年來對於風險威脅的相關研究來

看，知識或許就是一種力量[52]；特別是當
民眾面對的是難以預知的風險或威脅時，知

識與預防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就值得進一步探

討。

(二) 憂慮
憂慮是個人面對不確定狀況時的一種心

理反應和適應機制(adaptive mechanism)，它
可以透過經驗學習，且通常被用來處理生活

中的不確定感[55]。如同MacGregor所言：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憂慮，正足以

作為我們駕馭風險的依據」[56]。
Rogers [57]以「健康信念模式」為基

礎，加入”fear”的概念(意指擔心、害怕、憂
慮乃至恐懼等負面情緒)，建構出解釋風險
行為意向與具體行為的「保護動機模式」

(The Protection Motivation Model)。保護動
機模式也認為憂慮、風險嚴重性是決定行

為是否產生的「威脅評估」(threat appraisal)
因素，與另外兩個「調適評估」(coping ap-
praisal)因素相對應[58]。當人們意識到自己
對於風險事件無力掌控，也就是失去「自我

控制感」(sense of self-control)時，憂慮感便
會產生[1]。實證研究發現，憂慮與樂觀偏
誤呈現反向關係，即憂慮程度越高，愈不會

覺得他人罹病的機會比自己來得高[38]；換
言之，憂慮讓個人覺得自己被感染的機會相

對增加。

至於憂慮與預防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為

何？近年來學者不斷從不同的健康議題(例
如醫學診療錯誤、H I V感染、皮膚癌及狂
牛病)切入，探討憂慮與預防行為之間的關
係。研究發現，對醫學診療錯誤的憂慮程度

較高的受訪者比較容易採取防範行為(例如
轉院)，且憂慮程度對防範行為的預測能力
高於風險感知[55]；同樣地，如果受訪者不
擔心感染HIV病毒，就不會特別在意預防罹
患愛滋病的方法[59]；Setbon等[47]以狂牛
症為例進行研究，也發現憂慮狂牛症的受訪

者，明顯地改變他們吃牛肉的飲食習慣，且

「憂慮」比「感染率的知覺程度」更能預測

一個人的預防行為表現。因此，當一個人對

某一風險或威脅不知所措、產生焦慮的情況

下，會降低其樂觀偏誤程度，並進一步影響

其預防行為表現。

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發展出以下五個

研究假設：

假設一： 面對未知的禽流感風險，受訪者傾
向認為自己受感染的程度比其他人

低。

假設二： 受訪者的風險知識愈高，其樂觀偏
誤程度愈低。

假設三： 受訪者的風險知識愈高，愈會採取
預防行為。

假設四： 受訪者對禽流感疫情憂慮度愈高，
其樂觀偏誤程度愈低。

假設五： 受訪者對禽流感疫情憂慮度愈高，
愈會採取預防行為。

材料與方法

一、 問卷調查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電話輔助隨機抽樣法(CATI)，
調查台灣地區二十歲以上成人對於禽流感風

險樂觀偏誤概況及預防行為。調查時間為

2006年3月27-28日，正值台灣媒體大量報導
禽流感在大陸地區流行、隨時可能爆發人傳

人大流行之際(見圖一)。抽樣母體為台閩地
區住宅電話號碼資料庫，抽樣方法分為兩階

段，第一階段依各縣市的住宅電話資料庫進

行系統抽樣，即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資料

庫為抽樣清冊，並依各縣市的住宅電話資

料庫分別進行「系統隨機抽樣」(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即先以各縣市分層後的
電話總數與預定抽出樣本數的比例，計算出

間距K，再以亂數在1到K之間抽出亂數R，
作為起始點。因此，在第一階段所得樣本

為R，R+K，R+2K，R+3K…等，所以每個
電話號碼皆符合等機率的中選機會，縣市人

口數愈多的縣市，抽中的樣本也愈多，以符

合樣本配置；第二階段將第一階段所抽的電

話號碼之尾兩碼以隨機亂數方式取代，總共

撥出4,510件。其中3,216件因「未接通」、
「無人接聽」、「答錄機」、「傳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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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電話」、「空號」、「電話故障」

等因素未能進行訪問，總共接通的電話有

1,294件，扣除拒訪421人，有效樣本共873
人，回應率為67.5%。
在873個有效樣本中，有高達94.1% (n＝ 

822)的受訪者回答聽過禽流感，不曾聽過禽
流感的只佔5.9% (n＝51)。在後續分析中，
這些對禽流感議題毫無所悉的受訪者必須予

以剔除，因此有效樣本總數減為822人。
在所有樣本中，男性有413人(50.3%)，

女性有408人(49.7%)；就教育程度而言，小
學或以下有110人(13.4%)，初中及國中有84
人(10.2%)，高中及高職有256人(31.2%)，專
科有155人(18.9%)，大學有182人(22.1%)，
研究所有32人(3 .9%)；年齡部份，「二十
至二十九歲」有194人(23 .7%)，「三十至
三十九歲」有1 8 4人(2 2 . 5 %)，「四十至
四十九歲」有1 9 0人(2 3 . 2 %)，「五十至
五十九歲」有134人(16 .3%)與「六十歲以
上」有118人(14.3%)。
至於研究樣本在分析前也經過加權處

理，以確定樣本符合台閩地區人口結構。

本調查在進行全國民眾整體意見分析前，就

先針對受訪者的性別、年齡等項進行統計檢

定，根據χ2檢定結果顯示，調查樣本的性別

與年齡等項分佈，相較於其在母群體中的實

際分佈情形而言，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表示調查樣本的上述特徵與母群體的分

佈情形確有差異，於是對調查樣本的性別、

年齡等項予以加權處理。本調查採用「比例

估計法」(raking ratio estimation)進行加權處
理，即對調查樣本的性別、年齡、居住縣市

等項同時進行加權，逐項而反覆地對樣本結

構進行連續性修正，直到樣本結構與母群體

間的差異未達顯著水準為止(χ2＝0.000，p＝ 
1)。 

二、 研究變項及測量方法

(一) 自變項及依變項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內容主要參考衛生

署疾病管制局2005年執行的風險溝通電話調
查所採用之問題，並由流行病學、傳播與民

調三方面的學者專家檢視修訂，確定符合表

面效度之後進行前測，並於前測後修正問卷

題項結構與語氣，使一般受訪者易於理解。

與本研究有關的問卷量表說明如下：

樂觀偏誤：樂觀偏誤的測量方式有兩

種，一種是比較式的評斷(comparative judg-
ments)或稱為直接提問(以單一問題請受訪者

圖一　2006年1月至12月期間中央社報導禽流感新聞之數量變化圖
(搜尋資料來源：中央社中英文新聞資料庫；搜尋期間：2006年01月01日至2006年12月31日；關鍵字：「禽流
感」，共得新聞報導則數：2,099則。資料蒐集時間：2009年4月24日；資料搜集：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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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自身風險與他人風險的差異)；另一種
是絕對式的評斷(absolute judgments)，亦即
間接提問(將自身風險與他人風險分成兩題
提問，再由研究者計算出兩題的差異)[60]。
最近的方法學研究顯示，分開提問使受訪

者能分別評估自己和他人的知覺差異，而

非將兩者混為一談，比單一提問更具有建

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是比較適切的提
問方式[28,61]。因此，本研究參考Wei等人
[62]的研究，以兩個問題分別測量受訪者針
對「自己」和「他人」罹患禽流感的評估：

(一)個人感染度評估－「萬一台灣爆發禽流
感疫情，您認為您自己受感染的可能性大不

大？」；(二)他人感染度評估－「您認為其
他一般人受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大？」問句

中之所以採用「一般人」，主要是文獻指

出，當比較的對象是「一般人」而非較親

近的親朋好友時，所得出的樂觀偏誤值最大

[13,63]。受訪者視個別情況，分別給予1(絕
對不可能)到6(非常有可能)的分數。將對
「他人」評估分數(M＝3.59, SD＝1.27)減去
對「自己」(M＝3.04, SD＝1.39)的評估分數
所得的數字，即代表樂觀偏誤程度(5分到-5
分)，分數愈高代表樂觀偏誤程度愈明顯。
風險知識：有關風險知識測量部份，本

研究參考前述衛生署疾管局的調查[64]，以
十一項預防禽流感的方法為基礎(例如勤洗
手、避免出入公眾場所、飲食均衡、適當運

動與休息以增強抵抗力、避免接觸禽鳥及禽

類排泄物、避免到養殖或宰殺家禽的場所、

避免生吃禽類及其相關製品、避免到禽流

感流行的地區、注射疫苗、避免購買現場宰

殺的雞肉、避免吃來路不明的雞鴨、戴口

罩等)，以不提示的方式詢問受訪者知道哪
些預防禽流感的方法，回答愈多者代表禽

流感風險知識高。統計描述分析發現，知識

方面受訪者平均舉出1.46種預防方法(SD＝
1.18)。
憂慮：為瞭解對禽流感的憂慮程度，本

研究詢問受訪者下列問題：「請問你擔不擔

心國內爆發禽流感疫情？」答案範圍從「非

常不擔心」(1)到「非常擔心」(4) (M＝2.53, 
SD＝.93)。

預防行為：同樣地，為瞭解受訪者會採

取那些預防行為，本研究參考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64]的調查，也是以十一項預防禽流感
的方法為基礎，以不提示的方式詢問受訪者

面對禽流感的威脅，會採取那些預防行為，

回答愈多者代表禽流感風險知識高。統計描

述分析發現，預防行為部份受訪者平均指出

會採取0.54種預防方法(SD＝.89)。

(二) 控制變項
過去研究發現，人口變項對於樂觀偏

誤及預防行為的預測力，不如風險認知變

項來得重要[13]之外，實證研究的結果也不
一致，有些研究認為性別[ 3 6 ]、教育程度
[65]、年齡[43]或居住地區[66]會影響個人的
樂觀偏誤心態及預防行為表現，有些則發現

人口變項與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表現之間沒

有顯著的關聯性[27,67,68]。因此，本研究
將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視
為控制變項。

性別：包括「男性」與「女性」。

教育程度：本研究將受訪者的教育程

度區分為：「小學或以下」、「初中、國

中」、「高中、高職」、「專科」、「大

學」及「研究所及以上」。

年齡：本研究將受訪者的年齡區分為：

「二十至二十九歲」、「三十至三十九

歲」、「四十至四十九歲」、「五十至

五十九歲」與「六十歲以上」。

居住地區：本研究將受訪者的居住地區

分為「都會區」及「偏遠地區」。

三、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運用SPSS for windows 15.0進行
統計分析。其中樂觀偏誤部份，以成對樣

本平均數差異考驗(paired t-test)進行驗證；
至於影響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的因素部份，

則以多元階層迴歸分析(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進行假設驗證，其優點是
透過控制變項及自變項逐一加入迴歸模式的

過程中，觀察不同階段迴歸模式的整體解釋

力與各個控制變項及自變項解釋力之間的變

化[69]。在本研究中，p＜.05代表達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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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

結　　果

一、 樂觀偏誤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想瞭解面對禽流感

疫情爆發下，受訪者是否依然抱持樂觀偏誤

心態？於是本研究採用paired t-test進行統計
分析，發現受訪者認為「自己」(M＝3.04)
感染禽流感的可能性顯著地低於「他人」

(M＝3.59)感染的可能性(t＝-12.30, df＝687, 
p＜.001)；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一獲
得支持，即面對禽流感疫情的威脅，受訪者

顯然抱持樂觀偏誤心態，認為身邊他人比較

容易感染禽流感，自己比較不會受感染。

二、 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的預測因素

本研究提出的假設二、假設三、假設四

及假設五，主要目的想瞭解風險知識及憂慮

對樂觀偏誤心態及預防行為的預測能力。雖

然過去研究發現人口變項(例如性別、教育
程度、年齡及居住地區)對樂觀偏誤及預防
行為的預測能力小於風險知識及憂慮等變

項，但人口變項的影響力仍不容忽視；因

此，在多元階層迴歸分析中，本研究將人口

變項列為控制變項。

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在多元階層迴歸

分析模式中，第一階層輸入的是控制變項

(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年齡及居住地區)，
第二階層輸入的是健康風險認知及情感變項

(包括風險知識及憂慮等變項)。由於性別及
居住地區屬於名目變項，所以本研究將其轉

化為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即性別部份
將編碼轉化為男性＝“0”，女性＝“1”，居住
地區部份則將編碼轉化為都會地區＝”0”，
偏遠地區＝“1”。
從多元階層迴歸分析結果發現，本研

究發現在控制人口變項(包括性別、教育程
度、年齡及居住地區)與憂慮等變項下，風
險知識對樂觀性偏誤在統計上並沒有顯著的

預測能力(β＝.04, p＝.38)，假設二未獲得支
持；至於在控制人口變項(包括性別、教育

程度、年齡及居住地區)與風險知識等變項
下，憂慮對樂觀性偏誤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

(β＝-.15, p＜.001)，即受訪者對禽流感疫情
憂慮度愈高，其樂觀偏誤程度愈低，假設四

因此獲得支持。整體而言，人口變項(包括
性別、教育程度、年齡及居住地區)、風險
知識與憂慮總共可解釋樂觀偏誤2%的變異
量(F (6, 682)＝3.42, p＜.01) (請見表一)。
就影響預防行為的因素來看，本研究發

現在控制人口變項(包括性別、教育程度、
年齡及居住地區)與憂慮等變項下，風險知
識對預防行為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β＝.39, 
p＜.001)，即受訪者的風險知識愈高，愈會
採取預防行為，假設三獲得支持；至於在

控制人口變項(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年齡
及居住地區)與風險知識等變項下，憂慮對
預防行為也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β＝.10, p
＜ . 0 1)，即受訪者對禽流感疫情憂慮度愈
高，愈會採取預防行為，假設五也獲得支

持。整體而言，人口變項(包括性別、教育
程度、年齡及居住地區)、風險知識與憂慮
總共可解釋預防行為18%的變異量(F (6, 836)
＝29.54, p＜.001) (請見表一)。

討　　論

過去的樂觀偏誤研究不曾檢視人們處於

高度未知風險威脅下的樂觀偏誤狀態。2006
年3月全球陸續傳出禽流感死亡病例之際，
調查台灣民眾對於禽流感風險的樂觀偏誤情

況，以擴大樂觀偏誤研究的理論範疇。

研究結果發現，面對禽流感威脅，受訪

者的樂觀偏誤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

在高度威脅情境下，樂觀偏誤的心理是存在

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的樂觀偏誤平

均值只有0.55(量尺最大值為6)，顯示台灣民
眾對於風險機率的認定並非「過度」樂觀

偏誤。此結果印證Dolingski等[23]的說法，
即當面對的是真實、不熟悉、陌生未知的風

險或威脅，且此風險或威脅不是針對單一個

人，而是整個社會共同面臨的風險或威脅情

況下，這種情境會使人們原有的樂觀偏誤心

理大為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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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對禽流感的反應

本研究調查期間正值禽流感高度威脅之

時，雖然台灣民眾已經經歷SARS病毒的侵
襲，但由於禽流感的致死率遠高於SARS，
且一旦爆發將造成全球浩劫，非先前的

SARS可比擬。即使台灣尚無任何禽流感的
病例，但民眾在當時處於未知風險的不安

中，可能因此感知風險威脅的程度很高，使

得樂觀偏誤現象雖然存在，但自覺「壞事不

會發生在我身上」的偏誤程度並不是太強。

造成樂觀偏誤程度不是很強的另一個可

能原因，或許可以從文化差異觀點來加以

討論。研究指出，比起西方的個人主義社

會，樂觀偏誤現象在集體主義的文化社會比

較不明顯，例如Chang與Asakawa[11]研究發
現，歐美人士無論對於正面或負面事件都

表現出高度的樂觀偏誤，然而日本人對負

面事件就有明顯的悲觀偏誤傾向；Heine與
Lehman[12]也發現加拿大人比日本人對於風
險感染度有較明顯的樂觀偏誤。本研究的研

究對象為台灣民眾，其文化本質較傾向於集

體主義[70]，在面對未知風險威脅時，有可
能因集體意識影響而縮減自己與他人在感

染禽流感可能性的偏誤心態，這也難怪本研

究所發現的整體樂觀偏誤心態強度不是很明

顯。

至於影響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的影響因

素部份，本研究認為健康信念模式(Heal th 
Belief Model)或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已廣泛運用於健康行為研
究，且獲得不少實證結果支持，如能跳脫上

述引用多時的理論，另闢新切點，或許能拓

展行為研究的面向，於是本研究轉以探討憂

慮及知識對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的影響。研

究結果發現，憂慮顯著地預測樂觀偏誤及預

防行為；風險知識則顯著地預測預防行為，

但其對樂觀偏誤則不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

為何受訪者對感染禽流感的憂慮程度會

顯著地影響其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過去研

究即發現，一個人對流行疾病的憂慮程度

是預測一個人心理狀態及行為的重要因素

[38,55]，就憂慮與樂觀偏誤之間的關聯性來
看，本研究的發現呼應過去的研究結果，即

當一個人對疾病的「駕馭」能力不足情況

下，較易處於心理不安狀態，對疾病的樂觀

偏誤程度相對也就變低[55]。
如就憂慮與行為表現之間的關係來看，

本研究的發現與Peters等[55]及McCaul與
Mullen[71]的研究發現相互呼應，即憂慮程

表一　影響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表現的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

樂觀偏誤 預防行為

第一階層

性別

(男生＝0)
(女生＝1)

.01 .01

教育程度 -.07 .05
年齡 .04 .10
居住地區

(都會區＝ 0)
(偏遠地區＝1)

-.03 .03

Adjusted R2 .00 .02
第二階層

風險知識 .04 .39***

憂慮 -.15*** .10**

Incremental adjusted R2 .02 .16
Total adjusted R2 .02 .18

***p＜.001；**p＜.01；*p＜.05；n＝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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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愈高，受訪者採取預防行為的意願也愈

高。如同Peters等[55]所言，當一個人對某一
健康風險或威脅的憂慮程度變強時，可能引

發他(她)對風險的感知，進而促使其採取預
防行為。

此外，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禽流感的

預防知識瞭解愈多，愈會採取預防行為，顯

然印證了Chapin與Coleman[52]所說的話，
即「知識就是力量」，在面對不確定的健康

風險及威脅壓力下，為了生存，受訪者必須

「知行合一」，才能趨吉避凶；至於知識對

樂觀偏誤不具預測能力，可能與議題的嚴重

程度有關，禽流感屬於人禽共通傳染病，光

是具備相關知識可能還不足以免於威脅，特

別是面對的流行疾病又是過去未曾發生過的

健康風險與威脅，受訪者可能覺得自己或他

人都有機會感染禽流感，相關知識豐富與否

對樂觀偏誤也就不具顯著的預測能力。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站在第一線的公

衛人員如要引發台灣地區民眾對禽流感的風

險感知及採取疾病預防行為，有必要提供民

眾正確且充足的流病相關資訊，特別是當民

眾面對前所未有的流行疾病，充份、可靠的

資訊雖不見得會減低民眾對罹患流病的樂觀

偏誤，但卻可能提高民眾對流病的瞭解，進

一步採取疾病預防行為；此外，引發民眾對

流病的適度憂慮(但非過度地採用恐懼訴求)
也有其必要，只有在民眾適度在意自己罹病

的可能性時，才會「未雨綢繆」，採取疾病

預防行為。本研究於是提出下列建議供公衛

人員參考：

1. 提醒民眾禽流感威脅的是整個社會而非單
一個人，以提高風險警戒，降低樂觀偏

誤。

2. 避免喚醒個人差異感，因為突顯哪些人罹
病風險低，容易使其產生樂觀偏誤而疏於

防範。訊息中如強調：「對於禽流感風

險，沒有人會比較『幸運』」，可消除民

眾認為「別人比我容易感染」的樂觀偏誤

心理。

3. 教導正確的流感預防知識，使民眾不至於

用主觀的「知識幻覺」來揣測自己的感染

風險。 

4. 風險知識雖無法顯著降低樂觀偏誤，但可
提升預防行為；因此，宣導訊息仍應提高

民眾對禽流感爆發的憂患意識，使其願意

採行禽流感的防範措施。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檢視高度風險威脅下的樂觀偏誤

現象，發現即使在高度風險威脅下，並未顯

現出特別嚴重的樂觀偏誤情況。本研究乃基

於「樂觀偏誤應與特定的情境因素有關」的

前提假設下進行，但究竟此前提是否成立？

因無實證研究成果而無法加以驗證。期待後

續研究能檢驗不同風險情境因素對樂觀偏誤

的影響，即分別測試面對「高風險」與「低

風險」時的樂觀偏誤情況是否有差異，應可

進一步擴展樂觀偏誤的研究範疇；此外，本

研究並未進一步探討樂觀偏誤與預防行為之

間的關聯性，基於傳染病的預防治政策最在

乎的是行為實踐，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深入討

論樂觀偏誤及預防行為之間的關係。

至於過去文獻指出，東西方社會面臨健

康風險或威脅時，樂觀偏誤程度也有所不

同，但原因何在？需仰賴日後研究將其他西

方國家的調查納入，進行跨文化的比較，才

有機會瞭解文化差異與樂觀偏誤之間的關聯

性。

本研究也礙於調查問卷長度受限問題

(電話訪問無法容納太多問題)，僅採用「風
險知識」及「憂慮」作為預測樂觀偏誤及預

防行為的變項，也因此本研究的預測變項所

能解釋的樂觀偏誤整體變異量並不高。未來

研究宜增加其他可能的解釋變項(例如社會
信任、疾病預防自我效能、健康信念、健康

知能、人格特質等變項)，或許可以針對樂
觀偏誤建構更完整的預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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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stic bias and precautionary behavior: the general public’s 
response to Avian Influenza in Taiwan

Yi-Chen Wu
1,*, Hung-Yi Lu

2, Hsin-Ya Hou
3

Objectives: The current study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optimistic bias re-
garding the possible deadly threat of avian influenza (AI) in Taiwan.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determinants of optimistic bias and precautionary behaviors. Methods: A telephone survey 
was employed using a systematic random sample of 822 respondents (response rate of 67.5%). 
Result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respondents perceived that othe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infected with AI than themselves (optimistic bias phenomenon). In addition, worry 
was found to be negatively predictive of optimistic bias and positively predictive of precautionary 
behavior, while risk knowledge was positively predictive of precautionary behavior, but was not 
significantly predictive of optimistic bias. Conclusions: While facing the threat of AI, an optimis-
tic bias phenomenon is present among Taiwanese, but is not salien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risk-
arousal will eliminate the optimistic bias phenomenon and enable respondents to take precaution-
ary actions.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09;28(6):50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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